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对话：跨文化的思索 / 杨怀中主编.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10

（《回族研究》创刊二十周年精品书系 / 杨怀中主编）
ISBN 978-7-227-04828-2

Ⅰ.①文… Ⅱ.①杨… Ⅲ.①东西文化—研究 Ⅳ.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867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责任编辑 杨海军 丁丽萍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李宗妮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5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8690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828-2/G·652

文明对话———跨文化的思索
《回族研究》创刊二十周年精品书系

杨怀中 主编





目 录

1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美〕杜维明

15 拉什迪事件与“文明的冲突” 阮 炜

23 文明对话与启蒙心态 华 涛

27 从伊斯兰文明看文化自觉 吴冰冰

35 论西方霸权语境中的文明对话与文化自觉 马丽蓉

48 伊斯兰教和西方文明以及儒家思想 伍贻业

59 穆斯林社会与全球文明对话 华 涛

66 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 朱威烈

73 中伊文化对话交流的动力与障碍 丁 俊

78 伊斯兰与西方文明蕴涵的民主价值观比较分析 汪 波

90 哈塔米的文明对话思想 白志所

99 穆拉维与《玛斯纳维》 穆宏燕

109 瀚海遗珠:《中国集》

———披览阿拉伯古籍札记之三 盖 双

114 文明对话与族际和谐 马明良

120 回儒、回回理学及其他 李振中

132 中国穆斯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优势 王宇洁

142 重构·对话·文化启蒙

──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历史类型与理想追求 丁克家

156 “以儒诠经”活动及其对当代文明对话的启示意义 马明良

168 明代穆斯林的汉文著述与儒家思想 〔新加坡〕李焯然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
跨
文
化
的
思
索

文
明
对
话 181 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 杨桂萍

192 论王岱舆关于儒家悖论之思想 季芳桐

202 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 宋 岘

213 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

———兼谈回儒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丁明俊

219 回族的文明交往特征

———李健彪《执著岁月———回族史与伊斯兰文化》序 彭树智

222 哈佛大学“回儒对话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美〕马小鹤

230 文明对话：中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对话 华 涛

2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美〕杜维明

一

现在在全球各地碰到一般所谓的全球化这样一个过程，大家都了解这个全

球化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一般以为全球化和现代化、西化是同根而发的。其

实全球化与现代化、西化有许多不同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全球化没有导致同质

化。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意味着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出现，也就是多伦多大

学致力于传播学研究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教授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提出的“地球村”的观念［1］。但是，即使出现了所谓的地球村和人类生命共同体，

并且人类希望通过科学技术、交通旅游、信息、各种不同的商业行为使地球变得

越来越小，在人类的相互依赖性加强的意愿越来越强的大背景下，值得特别注意

的是全世界各地，既在发展中国家，也在所谓的发达国家，因为认同的要求，全球

化导致了非常明显的多元性和强烈的认同意识。如果要了解这种现象，我就会把

认同意识和人的根源性相连，即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论是个人或是群体，都具有

一系列自我无法选择的条件和特征，如族群、语言、性别、年龄代、地域。换言之，

在什么地域出生、成长，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乃至基本宗教信仰等人类最

基本的纽带，不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消解，反而都加强了。所以全球化一方

面是地球村的出现和日益强烈的人类生命共同体意愿的形成，因为生态环保和

很多其他的因素与大家休戚相关，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但是另

一方面，人的根源性、人的族群、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级和宗教的力量所起

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两者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是对

立面的矛盾冲突，其实是互存的。许多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全球化和地方化是一对

孪生兄弟，根本就不可能分割，从而提出了一个所谓“全球地方”的观念，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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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globalization，而是 localization，一方面是 global，另一方面是 local。现在这种现象

非常普遍和明显。而且现在即使在经济学界，很多学者说一个跨国公司，包括

IBM，更不要说像麦当劳（McDonald’s）那样的速食店，能不能达到足够的地方化

已成为它们能不能成功实现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假如只想用一套自己的价

值和运作方式，而对各地方的文化不闻不问，那你多半注定要失败。一个跨国公

司只有对各种不同的地方文化有相当大的敏感度，才能适应全球化的需求，才可

能取得不断成功。所以即使从发展策略的角度来说，如何了解多样性，也成为大

家关切的重要课题。

1998 年联合国通过了伊朗一个提议，将公元 2001 年确定为联合国“文明对

话年”（the Year of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文明对话”基本上是针对“文明

冲突”的观点提出的。“文明冲突”的观点由我的同事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

提出，对此我们经过很长的多方思考，我和他也辩论过好多次。大家阅读亨廷顿

著作的中文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绮等翻译的）时会注意到，他在序言中讲

得非常清楚：提出文明冲突的论点，是要强调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是论述中有

很多地方，我和他的观点是不太一致的，这在下文中将会提到。所以全球化和多

样性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都为大家所接受。在“文明对话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个

文明对话小组，代表中国的是宋健先生，另外还有代表好多国家和地区的，一共

18 位成员。第一次会议在维也纳召开，我未能参加，但是后来在都柏林、多哈的

活动，我都参加了，并且还参加了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报告的撰写工作。2001

年 11 月 11 日，联合国第一次让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即我们的每位成员向联合

国大会发表五六分钟的有关文明对话的意见，同时把我们所做成的文本分发给

各个国家。当时我在中国开会，没法参加。那份报告的第二章是由我来撰写的，

题为《全球化与多样性》（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这一章的整个结构非常简

单，但是要深究其中各个层面的问题，就显得十分复杂。其中我们思考的是这样

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接受全球化和地方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的观点，那么

全球化可以导致“地球村”观念的出现，可以导致生命共同体的意愿，但同时也可

以导致霸权的宰制。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够逐渐

地在合而不同的背景下生存，就需要对话。没有对话，就会出现霸权宰制的现象。

尤其需要积极参与对话的应该是在世界上拥有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拥有很多

财富、能够得到很多信息和资源的国家，比如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就必须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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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文明对话。假如美国不积极参与文明对话，走单向主义的道路，不仅美国对世

界和平的贡献大可质疑，而且美国本国的安全，无论是国防安全还是个人安全，

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全球化同时导致了强烈的地方化，也

就是强烈的认同意愿。认同意愿是一种根源意识。不管是对自己族群所具有的自

豪感，对自己语言的尊重，还是对性别、年龄代的敏感，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对

自己所代表的经济阶层、生活条件的全面的照察，对自己的宗教的坚贞信仰，都

是人的一种天然的认同感，是世界和平必要的条件。认同感的根源性意义是重要

的。但是如果认同变成了一种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变成一种封闭主义，变成一

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或是妄自尊大，那么认同意识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文

明的冲突。如果要让认同有强烈的根源意识，有归宿感，而又不具有侵略的排他

性，不退化为一种简单的原教旨主义，那么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对话。没有对话，特

别是没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对话，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对

话，甚至是性别之间的对话，问题就会出现。所以通过对话，全球化能够逐渐发展

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通过对话，大家都具有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这一想法和

最近经常被引用的费孝通先生的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提法完全一致，即各种不

同的文明都“各美其美”（我说我的文明精彩，你说你的文明精彩，他说他的文明

精彩，这个本是人之常情），但是最好的是能做到“美人之美”（你对自己的文明是

尊重的，你认为它好，但是你对其他的文明也能够欣赏）；进而如果是“美美与共”

（大家都能够相互欣赏彼此的文明），那就能达到“天下大合”。要实现这种理想，

对话就成为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

二

在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领域的研究，对话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我参

加的很多文明对话大概都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比如 1969 年在夏威夷召

开的东西哲学家会议上，就有一位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和道家对话的日本学者井

筒俊彦（Lzutsu Toshihiko）。他的一本著作《苏菲主义和道家》（Sufism and Taoism）

最早在日本出版，后来在美国出有一个特别的版本［2］，至今还引起大家非常热

烈的讨论。基督教和儒学的对话、基督教和佛教的对话、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对

话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这个议题不仅在宗教界，而且在比较文化学领域都一直

被认为至关重要。德国一位年轻的学者，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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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希望能在德国海德堡建立一个文化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Cultural Research）。

他当时的构想至今还很值得注意，即不同的文明圈应该一律在平等互惠的条件

之下，以和平共存的圆桌会议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当时他认为，人类世界至少有

五大文明圈，不同的文明圈之间应该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这些文明圈分别代表

北美的、欧洲的、东亚的、伊斯兰文明的乃至于南亚的，后来还增加有非洲的和拉

美的以及前苏联的所谓的东正教的世界。他当时的构想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共存

的文明对话的模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宗教界就有关于人类精神性

（spirituality）的讨论，一共刊行了有关这一主题的 25 本书。经过 20 年的努力，陆

续刊行的有伊斯兰教的精神性，有道家的、儒家的、基督教的乃至原住民的一共

有 25 种不同的精神性，大家一起来讨论有关西方的精神文明和东方的精神文

明。在 90 年代初期，我从哈佛请假到夏威夷的东西中心主持文化传播研究所。那

时候就把文明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作为中心文化传播研究所的重点项

目，而且从洛克菲勒基金会（Roekefeller Foundation）得到比较大的资金，制定了

5 年的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是根据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948 年提出轴心文明（AxialAge Civilizations）的构想而设置的［3］。虽然这个轴心

文明的构想的提出距离二战的结束没有几年，但是它却认为人类一两千年来，始

终受到几个大的轴心文明的影响。到现在为止，这几个大轴心文明的巨大影响力

尚未减弱。不管科学技术如何更新、发达，这些轴心文明依然发挥其功能。这些

轴心文明在南亚地区指的是印度教和佛教，甚至还包括耆那教；在中东就是犹太

教，以后发展出来的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此外还有希腊的文明再加上中国的

儒家、道家。所以现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如果要讨论人类的精神文明，都会谈到

这些文明。比如约翰·诺斯（John B.Noss），他的一本书以前叫《人的宗教》（Man’s

Religions），现在变成《世界的宗教》（A History of the World’s Religions）。《世界的

宗教》这本书里讨论七大宗教文明，就是上文提到的印度教、佛教、儒家、道家以

及一元神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参加了英国学者沙马先生（Arvind

Sharma）主持编著的《我们的宗教》（Our Religions）一书的撰写工作［4］，书中也是

主张七大文明，而且编著者意在让每一个文明圈内的人来描述他们自己的文明

传统。他邀请了以前在伊朗现在在美国的纳赛尔教授写伊斯兰文明，由我来写有

关儒家的内容。另外还请哈维·廓克斯（Harvey Cox）教授写有关基督教和犹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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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由此可见，在宗教界、比较文化学界、人文学界，有关文明对话的讨论进

行得非常频繁。

不过现在重视文明对话，对文明对抗、文明冲突的观点作出回应，主要是由

于 1993 年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伊斯兰教

有非常大的关系。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实际上是受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影响。路易斯是一位专门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这位犹太学者在伊斯兰

历史领域非常有学养，现在在美国影响非常大。但因为是犹太人，他同时对伊斯

兰教持有很大的偏见，甚至持有一种抗拒心态。他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What Went Wrong？）一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5］。他认为，500 年前奥斯曼帝国

的伊斯兰文明是光辉灿烂的，但是这 500 年以来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颇具惨痛

之感，因此产生对西方文明的诸多反击。人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讨论儒学：

以前中华民族的文化光辉灿烂，但 100 多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变得千疮

百孔。所以有人说，中国对西方怀有一种仇恨心理，对西方文明怀着一种羡憎之

情，又羡又憎，既爱又恨。这种从所谓的变态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我觉得很成问

题。亨廷顿因为受路易斯一书的影响而提出文明冲突。亨廷顿教授过去长期不注

重文化，完全以量化的方式来讨论民主化，看民主化就看选举。现在他一接触文

化，就以为问题很大，所以十分中肯地而不是危言耸听地讲，在 21 世纪，如果有

冲突的话，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冲突都没有宗教和文化冲突让人难以承受。由于

亨廷顿是政治学家，又是冷战时在美国担当了非常重要角色的战略顾问，因此他

的论点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但是亨廷顿这个提法事实上还有更大的背景。海湾战争以后，美国认为自己

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了。有些学者，特别是共和党的保守派学者，认为美国所

代表的就是人类文明前途唯一的价值取向，甚至露骨地由无知和傲慢带出一个

论述：美国的发展道路可能就是世界文明的唯一指向。所以美籍日裔教授福山

（Francis Fukuyama）就用了一个黑格尔的观念叫“历史终结”。他的《历史终结》［6］

一书认为现在有关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的讨论、辩难都已经结束。

现在全球发展只有一条路，就是西方以美国所代表的现代化。全世界都要向这条

路靠拢，沿着这条路发展，没有其他路可走。那么在这个氛围下，亨廷顿提出警

告，说不要忘了还有两个大的文明也许对我们这条路不一定赞同，一个是伊斯兰

文明，一个是儒家文明。但是从亨廷顿的角度来看，这两大文明对西方的冲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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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意
义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
跨
文
化
的
思
索

文
明
对
话 是暂时的。在他看来（发展的道路）要么是西方，要么是“西方之外”。西方这条路

虽然目前碰到伊斯兰和儒家两大文明的冲击，但最后这条路一定会成功，别无他

途。他所了解的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就是与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他所了解的与儒家

的冲突就是与权威主义的冲突。因此李光耀所代表的权威主义和中东伊朗或伊

拉克所代表的原教旨主义，终究会被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思潮所淹没。这个论说

现在在西方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值得我们注意。

但是我认为这个论说本身的建构非常不成熟，事实上，很多杰出的西方学者

已经看到其中的破绽，即一种非常狭隘的二分法：不是进步的就是落伍的，不是

文明的就是野蛮的，不是西方的就是“西方之外”的。当然最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

复杂，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也逐步深化。事实上我和亨廷顿教授有过这样的一

个对话：我说“西方”和“西方之外”这个提法问题太大，因为西方很早就存在于

“西方之外”，西方通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到了“西方之外”的地区，而且世界上

没有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比如非洲的糟糕现状，我们应该认为是非洲文化

内在的问题，还是西方在非洲的殖民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就伊斯兰文明，乃至儒

家文明而言，西方（不管是殖民主义或是帝国主义）至今在各方面影响着这些地

区的经济、文化。另一方面，在承认西方存在于“西方之外”的同时，不要忘了非西

方的地区同样渗透到西方的各个领域。比如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它的整个精神领

域、人口组合都在不断变化。不要说到 2050 年，就算到 2020 年左右吧，美国大约

50%的人口应该不是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的白种人，而且不要到 2020 年，在美

国最富最重要的州加州，西班牙语将会是第一大语种。美国宗教信仰的变化也非

常大。有人说现在犹太教是美国第二大宗教，其实伊斯兰教可能是美国第二大宗

教。特别从种族来看，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就

非常多。伊斯兰教在美国的影响之巨大，以致“9·11”以后，即使布什总统使用各

种不同的讲法，甚至有过“十字军东征”这样非常荒谬的提法，但他不敢说恐怖事

件是文明冲突的结果，而且一直说明不要把伊斯兰文明和原教旨主义混为一谈。

所以即便是对国际问题并不了解也没有起码的敏感度的人，也必须注意这种文

明冲突论说的内在问题。可是“9·11”恐怖事件以后，美国的全面自我反思非常薄

弱。这会给将来带来很大的祸害。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以前对话是在宗教的领域，在人文学的领域，是比较软

性的，而在整个政治文化上是边缘，但现在它进入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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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使对话成为重组国际社会的新规范。这里

面当然有理想主义，但是这个理想主义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

基于马丁·布伯和很多其他学者的理解，对话能够开始，首先需要容忍。现在

中东无法通过对话和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无法进行对话，是根本没有容忍。然

而容忍虽重要，但仅是对话的最低要求，容忍不一定能够达到对话，容忍只能为

对话创造最低条件。在容忍的前提下，一定还要有认识对方、承认对方存在的基

本信念。有了了解对方的意愿，对话才有可能，而且对话的目的不是在于说服对

方承认你的教义你的看法的正确。如果有这种意图，对话不可能成功。伊斯兰教

的许多杰出学者长期以来不愿与基督教学者对话，就是因为基督教学者的基本

目的是传教。他们与伊斯兰教学者对话，就是要改变伊斯兰教学者的观念，要证

明自己的观念更成熟、更正确。这样就没有对话的可能，这样的交流不能算是对

话，而是抗衡、辩难。所谓对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是在宣传自己的教

义，不是影响并使对方改变原来的信仰，绝对不是利用这个环境来宣教、通过对

话达到宣教的目的。对话主要是了解，同时自我反思，了解对方，也重新反思自己

的信念、自己的理想有没有局限性。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对话的结果应该是互相

参照，不仅是互相参照，而且是互相学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对话才有可能，才

是真正的平等互惠。比如从儒学的角度讲，如果和基督教对话，我的目的不是希

望我的对象基督徒变为信仰儒家，而是希望通过了解基督教，能够认识到儒家传

统中的一些缺失，进而从基督教里学到儒家传统里没有的东西。当然我希望我的

对方也是这样。假如通过这样的对话以后我的对话对象变为更好的基督徒，而不

是变成儒家信徒，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值得庆幸的。所以对话的最后是“庆幸多样”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多样性是值得庆幸的。假如所有人一下都变成儒家，而

儒家并不是所有真理价值的总汇合，这个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悲剧，并不值得庆

幸。如果一个人有强烈的意念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认为不需要对话，而需要宣传，

希望改正对方的错误，那就是一种抗衡和征服。所以文明对话的过程非常复杂。

我们相信人类文明的多元多样还要继续，不仅仅是 10 年、20 年，而是好几个世

纪，甚至更久，那么所谓的大同，严格地说就是不同。合而不同，合是大同，不是小

同，就是求同存异，这是儒家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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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但是亨廷顿或者是福山他们体现出美国社会里现在大家能感觉到的非常傲

慢。傲慢来自无知。这种傲慢和无知，现阶段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也接受。但这种

所谓的无知实际上具有非常深刻的理由。这就是大家都认为有一个现代化的典

范：从西化经过现代化到全球化的过程，同根而发。虽然这个过程是从西方开始

的，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都要逐渐走向这条路。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主要

的目的是使中国现代化。现代化是无可争议的重要目标，但如何能够达到现代化

呢，而现代化的标准，严格地说都是西方的，甚至现在很大一部分就是美国的。

什么叫现代化？亨廷顿或者福山他们考虑有不可分割的四个侧面：市场经

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如果一个社会或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市场，它

的经济动力就不能调动起来，所以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是一个现代化必须

要的过程。民主政治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民主的发展是不可抗逆的。自五四

运动以来，民主的观念在中国一直有非常健康的形象，不管实质上是不是民主，

无论是美国的标准，还是英国的标准、德国的标准，民主本身是一个正面的符号。

但相对于民主的自由，五四以来却在中国有很大的争议，并通常把自由与放任、

与突出个人主义混为一谈。总之，民主本身是一个健康的符号，可是民主政治确

实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另外与此相连的市民社会的意思，就是社会的动力不仅是

在政治，也在社会的各个地方都能发挥。就个人的尊严而言，没有人能够否定马

克思主义关于个人自由、个人的充分发展和完成是整个社会能够持续发展的前

提的论断。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除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

严之外，还有一些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具有普世的深刻含义，不仅是西方的

或是美国的价值，而且也是世界各地都公认的价值。这包括自由、理性、法制、权

利，特别是个人的权利，即个人的独立、个人的自主、个人的尊严。从五四以来到

现在，这些价值在中国学术界、知识界，耳熟能详，被公认为普遍价值，大家都同

意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尊严是现代化的主要指标。

那么有没有西方的现代性之外的其他现代化模式呢？我这 20 年来的努力就

是想探讨是否有儒家式的现代化，是否有东亚的现代化，东亚的现代化跟西方的

现代化有相同的地方，是否也有不同之处。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者们，广义而

言也包括很多中国学者在内，都持否定的论调。比如我曾到日本参加一个学术讨

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个问号：“有没有西方现代化之外的其他途径？”（Is there an

alternative to the Western Modernism？）会后回到美国，我与丹尼尔·贝尔（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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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这位很重要的社会学家就此主题进行讨论，他的回答很有趣。他说当然，太

多了，不过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但都失

败了，只有现在西方的这个模式没有失败。可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其他学者也

有这种看法。所以 IMF 和国际上重要的经济组织就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唯一

可行的模式。事实是否如此，今天依然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思考。

四

正因为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说法，而且把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作为

西方文明的抗衡力量（亨廷顿特别担忧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携手联合对西方

可能造成的巨大威胁），1993 年，我和纳赛尔教授在哈佛召集了第一次回儒对话

的研讨会，当时只有 13 个人参加。会后，马来亚大学通过当时马来西亚副总理安

华又在马来西亚举行了马来西亚第一次回儒对话。那次与会者超出 1000 人，马

来西亚国内的许多穆斯林知识分子也纷纷要求参加。后来马来亚大学还成立了

一个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专门讨论伊斯兰与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互动的可能性等

问题。

这个回儒对话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回顾 17 世纪的历史。那次的回儒对话会议

上，新加坡大学的李焯然教授提交了一篇有关王岱舆的论文。村田幸子教授原本

并不知道王岱舆为何许人，但是受李教授的那篇论文启发，她开始注意王岱舆的

著作，于是重新阅读《清真大学》和许多其他著作，发现王岱舆在他生活的 17 世

纪，已经基本上把儒学和伊斯兰教作了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新的综合。作为一

个儒家学者，我觉得王岱舆对儒家不仅没有曲解，还有很多独到的洞见。我觉得

非常惊讶，于是我和村田幸子合作 5 年，把《清真大学》译成英文，然后加了注释，

我给她的书写了序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伊斯兰教在 17 世纪～18 世纪的几

个重要人物比如刘智、马注、马德新非常关注。很多问题促使我认识到，17 世纪

以前讲中国传统是儒、释、道三教，到了 17 世纪有人称之为四教，其实在 17 世纪

的时候，中国应该是五教，三教外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因为那时伊斯兰教在中

国已经传播了大概有上千年。

这个现象给一些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哲学而对中国没有太多认识的学者带来

非常大的震吓。因为国际伊斯兰学的大师大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伊斯兰神学

的发展在 19 世纪之前只有用阿拉伯文或者与阿拉伯文较相近的波斯文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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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没有其他的可能。而 17 世纪的王岱舆和 18 世纪的刘智、马德新则是用古代汉

语，通过儒家哲学的理念把伊斯兰教的经义展述出来。我个人认为，从儒家的立

场上看是绝对成功的，但在伊斯兰神学上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考虑的疑问。显

然，这是属于伊斯兰传统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传统，一定是苏非的传统，还有很

特殊的扎因尼或者是阿拉比的传统。当时刘智这些人物已经能够通过他们的诠

释实践，用古代汉语并通过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把伊斯兰教的经义陈述出来。而

且刘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是，所有宋明儒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到朱熹所讲的

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伊斯兰教徒的传统，但是它

还有一见未达，还有一个层面没有发展出来，那就是“真一”。有了“数一”，有了

“体一”，但没有“真一”这一个层面。

如果把刘智等人和利玛窦相比较也非常有意义。利玛窦无人不知，大家都认

为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在文明对话方面是一个重要的经典，有很多人认为利玛

窦当时的策略是通过消化儒学，用儒学的基本价值、基本观念来传播天主教，特

别是耶稣教会天主教的信息。但最近在哈佛有一位从四川来的学者张琼和一位

研究中世纪拉丁文的教授合作，对利玛窦写给梵蒂冈的很多拉丁文信件仔细分

析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事实上利玛窦的策略是要彻底解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

（即我所理解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是纯有的连续，从草木瓦石到人和神灵都是

一气贯穿的），利玛窦要把这个结构彻底打破，使得儒家学者回到先秦，回到

“天”，回到上帝，因为只有回到先秦才能把基督教所认为的超越而外在的上帝这

个概念带进儒家的论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玛窦的宰制性（colonization）的

说法是，一定要打破你的基本信仰，然后你才能接受我的看法。这就使王岱舆和

刘智的理论显得非常有价值，因为王岱舆本身是中亚细亚人，从小是在讲阿拉伯

语的环境里长大的，到 20 岁才开始学古代汉语，但他把整个宋明儒学当做是自

家的学问。他一方面批评道家、佛教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儒学也有批评。到了刘

智，他则把那时所有儒家的资源都消化接受，其基本立场是我并不要改变你原来

的信仰议程，但是我要用另外一套论说使你相信我的理念；我完全接受儒家的学

说，但我认为你还有一见未达。从我从事儒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大的挑

战：是不是这条路为从儒学走向超越而外在指示了一个方向？这个很值得我们作

进一步思考。

17 世纪如此丰富的讨论和丰富的资源对现代来讲具有怎样的意义呢？19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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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欧洲中心主义形成以后，一直到 20 世纪的后半期，到现在，最强势的思想和意

识形态就是启蒙，可称之为“启蒙心态”。“启蒙心态”并不是西方的启蒙运动，也

不一定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启蒙计划”，它不是把启蒙的理性、启蒙最光辉灿烂的

成分作进一步发展。我所讲的“启蒙心态”是一种物质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

义，从宗教学来了解，是一个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个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基

本上消解了人类精神领域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宗教”和“自然”。英国著名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去宗教”或者“去精神”

（de-spirit），另一个特色是“去自然”（de-nature）。这是西方启蒙思潮兴起以来所

代表的人文主义的特色。这个人文主义使人类文明的发展，从迷信的宗教经过形

而上的哲学，进入科学理性，到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到马克斯·韦伯的所

谓现代化的出现。所谓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就是专业化，就是凡俗化，就是所谓的

祛魅，所以现代性就是完全把宗教排斥在外，理性挂帅，通过认识、实验、理解对

自然进行宰制和征服。这一套思路也就是西方的现代化是唯一一条路的思路。但

这个思路基本上从 20 世纪下半期到现在出了许多大的纰漏，有很多致命的弊

病。这个人类中心主义的致命伤就是没有办法了解生态环境对人类的重大意义，

没有办法把人摆在更宽广的自然环境中，从而导致了非常大的混乱。1972 年，第

一次世界环保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那时的一个共识成为大会的纲领，即发展

是有限的（罗马俱乐部已经提出其发展有限的观点），同时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

但自那时以来，大的潮流，所谓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潮流，事实上是显学，一直到今天影响力非常大。总之，生态环保、

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性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我们意识到，启蒙思潮所代表的市场

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尊严，乃至自由、理性、法制、权利和个人一整套

理论都非常好，但是还不够，因为它是建立在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

义的基础上，对现在复杂的多元世界、生态环保的要求所带来的问题没办法处理。

我们要做哪些工作呢？我们不应该对启蒙作无理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解构

主义对启蒙的完全扬弃和新左派对启蒙的某些扬弃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非继承

启蒙不可，不注重自由、理性、法制、权力、个人，就很难建构现代。但是除了这些

价值以外还需要其他一些价值，比如说公益、正义，比如说同情，比如说礼让、责

任，还有人的社会性（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

点）。如果从伊斯兰教或者从儒家来看，正义、同情、文明礼貌、责任这些价值非带

文
明
对
话
的
发
展
及
其
世
界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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